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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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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东南部，是我国重点林区，也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区。 以空间网格为基

准单元，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数据，结合社会经济、野外调查数据，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活力⁃组织⁃弹
性⁃功能”理论框架和空间分析模型，对黔东南州的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选取城市化和地形位指数进行空间相关

性分析，探讨影响黔东南州生态健康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分布上，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指

数呈现下降趋势，表现为从“亚健康”状态向“临界”状态的转变，呈现先增后减的波动式变化。 研究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

区域面积占比大小依次为亚健康（４２％—４５％）、临界健康（３０％—３５％）、健康（１５％—２２％）、不健康（０． １％—０． ４％）、病态

（＜０．１％），且 ２５ 年间研究区生态系统各种健康水平的占地面积有显著变化。 在空间分布上，黔东南州中部的台江县、剑河县和

东北部的三穗县、锦屏县等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高，多处于亚健康和健康状态；而南部的榕江县、东部的黎平县和北部的镇

远县、岑巩县等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多处于临界状态；西北部的凯里市等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最低，且整体上呈现下降的

趋势。 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黔东南州的地形位指数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低⁃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的面积均呈现“减⁃增⁃减”的波动趋势，而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只在州府凯里市具有显著的

空间负相关关系，说明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方，人口密度、人均生产总值、建设用地比例等城市化因素是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的

主要原因，但在城市化进程较低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受到地形梯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 本研究为黔东南州生态系统的管

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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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生态系统只有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才能为人类提

供服务。 生态系统健康体现了生态系统的综合特性［１］，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被认为是环境管理的

终极目标［２］。 对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是我们了解生态系统所处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是综合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的核心，也是规范区域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３⁃４］。 近 ３０ 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土地退化、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的环

境问题出现［５］，干扰和破坏了生态系统健康，自然系统对人类提供的服务功能逐渐减弱，继而使人们的生产

生活和身体健康受到一定威胁［６⁃７］。 而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任何因子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其

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这为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带来了困难。
目前，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常用的研究方法有综合指数评价法、聚类分析法、模糊数学法、层次分析法、景观

空间格局分析法、生态足迹法、质量指数法和韦伯—费希纳评价法等，并将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与

生态监测相结合以获取更加全面、准确的数据已成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热点［８⁃９］。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湿地［１０］、草原［１１］、河流［１２］、农田［１３］、沙漠［１４］、流域［１５］、湖泊［１６］、煤矿区［１７］、交错区［１８］、水库［１９］

和城市［２０］等方面，但有关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 喀斯特地貌具有植被易受破坏、土
壤侵蚀强、渗漏强烈、成土速度慢和恢复难度大等特点，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喀斯特区域中人与生态系统之间

的关系，形成了喀斯特区域的自然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独特要求［２１］。 在国际上，
ＬｅＧｒａｎｄ 首次指出喀斯特地区易出现地面塌陷、森林退化、旱涝灾害等生态环境问题［２２］，此后关于喀斯特地貌

的研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２３］。 国内近年来对喀斯特地貌的研究主要探讨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人类

影响和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退化方向，而对喀斯特地貌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目前有限，例如曹欢等［２４］运用

模糊数学评价法对贵州省毕节市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并对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进行了比

较［２５］。 周文龙等［２６］基于子系统对施秉县云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 李远艳等［２７］基于 ＰＳＲ 模型评价贵州

省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健康。 姚岚等［２８］基于三角模型评价了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但大多数研究

缺乏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地区，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和

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２９］。 黔东南州大部分县市属于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内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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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县，存在较大的人地矛盾，生态环境十分脆弱［３０］。 因此，本研究以黔东南州为例，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

州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地处贵州高原东南部，位于西南喀斯特地貌分布区，地跨 １０７°１７′２０″ Ｅ—
１０９°３５′２４″ Ｎ，总面积为 ３０３３７ ｋｍ２，共 １６ 个市县（图 １）。 全州海拔高度在 １３７—２１７８ ｍ 之间，该州西北地区属

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东南一侧为不同形态的剥蚀、侵蚀地貌。 据 ２００５ 年统计，黔东南州喀斯特地貌地区有

２５％发生石漠化［３１］。 年均气温约为 １４—１８℃，年均降水量为 １００３．８—１３６６．７ ｍｍ，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该州河网稠密水资源丰富，年径流量 ２２５ 亿 ｍ３，分别汇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

生态屏障，国家实施对其实施“天保”工程，属长江、珠江防护林保护区范围［３２］。 森林覆盖率达６７．６７％，具有

丰富的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但该地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经济水平较为落后。

图 １　 黔东南州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是黔东南州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经历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时段，在此期间，黔
东南州历了较大范围的城市化，并实施了完整的一轮退耕还林保护工程。 本研究基于 ２ ｋｍ × ２ ｋｍ 的网格评

价单元进行数据计算，利用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６ 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遥

感影像， 结合研究区域 １：２５ 万地形图、土壤和植被专题图进行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覆盖变化（ＬＵＣＣ）分类体

系与黔东南州土地利用现状，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成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及未利用地

６ 种一级类型；黔东南州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等。
２．２　 ＰＳＲ 模型的构建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简称 ＰＳＲ 模型）用于分析各个环境指标变化和生态系统

响应措施之间的关系［３３⁃３４］，并且能够反映区域各个环境因子相互关系与外界人为因素的干扰，用于评估区域

９５５５　 １４ 期 　 　 　 卢应爽　 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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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健康状况［３５］。 压力指人类为满足粮食生产、经济生产、生态保护等需求而对土地生态系统的胁迫，
即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强度。 生态系统健康面临的压力包括生态系统内部自然因素和外部人类活动因素

的干扰，绝大部分是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因此选取人口密度和人为压力指数两个指标来构建黔东南州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压力指标。 状态指标反映了环境要素的变化和环境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中主要包括自然

环境状况和生态系统状况［３６］。 结合“活力⁃组织⁃弹性⁃功能”理论框架，主要从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化学及

生态功能等多个角度选取植被覆盖度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蔓延度、斑块凝聚度指数、生态弹性度和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来评估生态系统的状态［３７⁃３８］；由于本研究主要从土地利用视角对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因此选

取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覆盖指数，从土地利用视角反应生态系统活力；根据指标的可获取原则和可比性

原则，本研究从自然以及人类活动两个方面选取响应指标对生态系统的响应进行描述。
本文基于 ＰＳＲ 模型并结合研究区生态系统的组成、功能、生态特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特征，选取 １１ 个

评价指标构建黔东南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３９］。
生态系统健康指数（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简称 ＨＩ）计算公式如下［４０］：

ＨＩ ＝ ＰＩ × ＷＰ ＋ ＳＩ × ＷＳ ＋ ＲＩ × ＷＲ （１）
式中，ＰＩ、ＳＩ 和 ＲＩ 分别代表压力指数（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状态指数（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和响应指数（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ＷＰ、ＷＳ 和 ＷＲ 分别代表 ＰＩ、ＳＩ 和 ＲＩ 的权重系数。

表 １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子准则层
Ｓｕｂ⁃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城市化 人口密度 ０．０７６４

人为压力 ０．１１９５

状态 Ｓｔａｔｅ 活力 植被覆盖 ０．０９８６

组织 香农多样性 ０．０６６１

蔓延度 ０．０６６１

斑块凝聚度 ０．０５６７

弹性 生态弹性度 ０．０９４１

功能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０．０９９２

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自然活动 景观破碎化 ０．１６３０

人类活动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８８７

建设用地比例 ０．０７１５

压力层指标为人口密度和人为压力指数。 人为压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Ｈ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ｑｉ

Ａ
（２）

式中，ｎ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ａ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ｑ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人为压力强度

参数［４１］，Ａ 为评价单元总面积。
状态层指标中，香农多样性指数、蔓延度、斑块凝聚度由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计算得到。 植被覆盖指数（Ｖ）计算

公式为［４２］：

Ｖ ＝ Ａｖｅｇ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ｈｉ

Ａ
（３）

式中，Ａｖｅｇ为植被覆盖指数的归一化系数， ａ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ｈｉ 为植被覆盖指数分权重，Ａ 为评

价单元总面积。
生态系统弹性度（Ｒ） ［４３］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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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Ａ
ｌｎ

ａｉ

Ａ
（４）

Ｒ ＝ Ｓ∑
ｎ

ｉ ＝ １

ａｉ × ｑｉ

Ａ
（５）

式中，ｎ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ａｉ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ｑｉ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弹性分值［３４］，Ａ 为

评价单元总面积，Ｓ 为景观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采取的计算方法如下：

ＥＳＶ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Ｐ ｉ （６）

式中，ＥＳＶ 表示单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Ａｉ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面积；Ｐ ｉ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ｉ 的单位面

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４４］

响应层由景观破碎化指数、人均 ＧＤＰ 和建设用地比例 ３ 个指标进行表示。
２．３　 城市化分级

本研究通过人口密度、人均 ＧＤＰ 以及建设用地比例 ３ 个指标，分别衡量黔东南州的人口城市化水平、经
济城市化水平以及土地城市化水平，进而衡量黔东南州的综合城市化水平。 将 ３ 个指标归一化后，依据自然

间断点分级法将城市化评估结果分为 ５ 个水平，即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及高水平，计算公式

如下［４５］：

ＵＬ ＝ １
３

× ＰＤ′ ＋ ＧＤＰＤ′ ＋ ＵＬＰ′( ) （７）

式中，ＵＬ 是指城市化水平指数；ＰＤ′为标准化后的人口密度；ＧＤＰＤ′为标准化后的 ＧＤＰ 密度；ＵＬＰ′为标准化后

的建筑用地面积占比。
２．４　 地形梯度分级

选取地形位指数对黔东南州地形梯度进行描述。 地形位指数综合了海拔因子和坡度因子，是一个可以全

面反映某点地形状况的地形因子。 地形位指数与海拔和坡度呈正相关关系，若海拔越高而坡度越小，则地形

位居中。 为更清晰地了解黔东南州地形梯度分布情况，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把地形位指数分为 ５ 个等级：
０．６１１９—１．００３５、１．００３５—１．２４９８、１．２４９８—１．４４１３、１．４４１３—１．６６０３、１．６６０３—２．３２６２。

本研究采取的地形位指数（Ｔ）计算公式如下［４６］：

Ｔ ＝ ｌｎ Ｅ
Ｅ０

＋ １æ

è
ç

ö

ø
÷ × Ｓ

Ｓ０

＋ １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８）

式中，Ｅ 为某点海拔（ｍ）， Ｅ０ 为某点所在区域海拔的平均值（ｍ），Ｓ 为某点的坡度（°）， Ｓ０ 为某点所在区域的

平均坡度（°）。
２．５　 空间相关性研究

本文结合黔东南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自然地理特征选取人均生产总值（ＧＤＰ）、人口密度（ＰＯＰ）、建设

用地比例（ＣＬＰ）和地形位指数 ４ 个指标，利用 ＧｅｏＤａ 软件分析每个指标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相关性，并采

用蒙特卡洛模拟法检验 Ｍｏｒａｎ 指数显著性，若 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 则表示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反之则存在负相关关

系［４７］。 针对地形位指数与 ＨＩ 空间关系绘制空间聚集图，聚集类型包括：不显著、高⁃高、高⁃低、低⁃低及低⁃高
５ 种类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健康指标层的变化

研究区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分析结果见表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总体处于下降趋势，对应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由亚健康状态转为临

１６５５　 １４ 期 　 　 　 卢应爽　 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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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状态。 压力指数和状态指数在研究时段内亦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而响应指数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和状态指数都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年均下降率分别为 ０．４１％和

０．５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和状态指数都有所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０．５７％和 ０．６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和状态指数重新呈现下降趋势且下降程度加剧，年均下降率分别为 ２．２２％
和 ３６．３６％。 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压力指数持续下降，年均下降率最大为 ６．１５％，响应指数持续上升，年增长率

最大为 ４．２９％。

表 ２　 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各指标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年份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压力指数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９

状态指数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１３

响应指数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３４

综合指数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３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５６

３．２　 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面积占比见图 ２。 研究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区域面积占比

大小依次为亚健康（４２％—４５％）、临界健康（３０％—３５％）、健康（１５％—２２％）、不健康（０．１％—０．４％）、病态

（＜０．１％），且 ２５ 年间研究区生态系统各种健康水平的占地面积有显著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生态系统

健康处于临界、病态的面积占比分别上升了 １．４４％和 ０．０２％，说明处于生态系统健康低水平状态区域环境条

件趋于恶劣，但处于健康的区域面积所占比例从 ２０．３１％上升至 ２１．２６％，这说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的生态系

统健康状况有所好转。 而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处于病态、不健康、临界状态区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又上升

了 ０．２５％、２．８５％和 ３．８１％，且处于亚健康和健康的区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下降了 ２．１６％和 ４．７４％。 以上结果

表明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区域比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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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空间分布见图 ３。 总体来说，黔东南州中部的台江县、剑河县

和东北部的三穗县、锦屏县等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高，多处于亚健康和健康状态；而南部的榕江县、东部

的黎平县和北部的镇远县、岑巩县等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多处于临界状态；西北部的凯里市等区域生态系

统健康水平最低，且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处于临界状态和病态的区域

增加；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西北部凯里市及其周围的麻江县、黄平县生态系统

健康水平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区域有所减少，南部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以及北部的施秉县、岑巩县处于临界

状态的区域部分转为亚健康状态；而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再次下降且恶化程度加剧。

图 ３　 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３．３　 基于地形位指数梯度的生态系统健康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在地形梯度上表现为随梯度增大而增大的趋势（图 ４）。
梯度 １—３ 之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增加的趋势较平均，梯度 ３—５ 之间增加的幅度变大。 即山地特征越明显，
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整体越高。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在各地形位指数上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５ 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有所上升。 梯度 １—５ 上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减小的程度依次减小，分别减小了

１６．８９％、１６．３７％、１６．１０％、１５．９４％和 １４．９４％。 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程度最大的地区均出现在低地

形位区域上，而海拔高坡度大的地区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相对缓慢。
３．４　 基于地形梯度的城市化时空动态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的城市化指数依次为 ０．３５８９、０．３５９８、０．３１４５、０．３１５９、０．３６１８、０．６０６８，可以看出城市

化水平呈“凹”字波动趋势。 黔东南州 ５ 个地形梯度上的城市化水平面积变化见图 ５。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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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随地形梯度等级的变化（ ｌｅｖｅｌ１—５

指地形梯度 １—５）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 ｌｅｖｅｌ１—５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１—５）

虽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城市化水平在下降，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城市化进程一直处于加快

的趋势，黔东南州处于低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占比最大，
且该区域面积在梯度 ５ 上占比最大；而高城市化水平区

域主要聚集于城市密集分布的地形梯度 １、地形梯度 ２
和海拔高坡度小的地形梯度 ３ 上，研究时段内，地形梯

度 １—３ 区域上的高城市化水平区域面积占整体高城市

化水平区域面积比例分别为 ８０．９１％、７６．１３％、９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７４．９６％、６８．１４％，可见地形梯度 １—３ 区域的

城市化程度最高，表明该区域适合人类开发与居住，地
形梯度对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

图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州城市化水平在不同地形梯度等级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３．５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黔东南州的人均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人口密度

（ＰＯＰ）、建设用地比例（ＣＬＰ）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空

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指标与生态系统健康指

标之间无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 但是，在各个县市的分

析中发现，凯里市人均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建设用地比 ３ 个指标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表 ３），说明凯里市生态系统健康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较大，凯里市作为黔东南州的州府，城市化相

对于其他地区也更加明显。 因此，在黔东南州以凯里市为例进行了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分析。 从表 ３ 可以看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人均生产总值、建设用地比例与生态健康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在不

断增大；而人口密度与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之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则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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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凯里市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Ｋａｉｌｉ Ｃｉｔｙ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年份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ＧＤＰ Ｍｏｒａｎ′ Ｉ －０．１８９０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６８０ －０．２８４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２７４０

Ｚ －６．８８３０ －４．３５５９ －２．５１４４ －９．６４０２ ２．２５２６ －９．８０２５

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１０

ＰＯＰ Ｍｏｒａｎ′ Ｉ －０．３９４０ －０．３９３０ －０．３９２０ －０．４４６０ －０．３６３０ －０．４３６０

Ｚ －１２．７１５７ －１２．７５１８ －１２．７９３５ －１３．８９１２ －１２．２４０２ －１４．４６３５

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ＣＬＰ Ｍｏｒａｎ′ Ｉ －０．２３００ －０．２４８０ －０．２６４０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２７０

Ｚ －８．２２８２ －８．７２８４ －９．３０２１ １．１２００ １．７７６３ １．０４６６

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３２０ ０．１５３０

　 　 ＧＤＰ：人均生产总值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ＯＰ：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ＬＰ：建设用地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３．６　 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空间相关性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州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全局相关性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见表 ４，分别为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５５５、０．０５７９、０．０６７５、０．０５９７、０．０７４７。 由此可知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在研究期间先下降后上升，说明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正相关效应有所减弱。 数据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中每一年的 Ｐ 值都为 ０．００１，说明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正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

表 ４　 地形梯度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年份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地形位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７４７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 Ｚ １１．５２６０ ７．１３７７ ７．４０２３ ８．６５６４ ７．６４３２ ９．４９５７

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地形位指数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因此对局部集聚情况进行分析（图 ６）。 可

看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州西北部地区，如麻江县、丹寨县、凯里市、雷山县和台江县、东北部的

镇远县以及东南部的黎平县等海拔低、坡度小的区域。 “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的剑河县、西北部的天

柱县、锦屏县、中南部的榕江县以及榕江县的西南部等海拔高、坡度大的区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期间，“低⁃低”
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面积变化情况相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５．１１％和 ５．９４％，２０１５ 年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低⁃
低”集聚区和“高⁃高”集聚区面积年均下降率分别为 ０．９３％和 １．１９％。

４　 讨论

４．１　 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变化原因分析

本研究通过 ＰＳＲ 模型和“活力—组织—弹性—功能”理论框架对黔东南州进行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研究

表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间的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整体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其生态健康水平从

亚健康状态变为临界状态。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

期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变好，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状况继而变差。 在熊娅等［４８］学者的黔东南州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及未来发展探讨研究中指出，２００８ 年以来，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表现出总体较

平稳的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降。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 年分别下降了 ０．１％、０．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分

别小幅上升了 ０．０８％、０．０４％，增长幅度可忽略，这表明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期间，总体上黔东南州生态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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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地形位指数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ＬＩＳＡ 图

Ｆｉｇ．６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ＬＩＳＡ ｍ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量处于下降趋势。 贺祥等［４９］ 学者的黔东南州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影响因素演变动态中，指出黔东南州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处于下降的趋势，黔东南州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功能整体均呈下降趋势， 表

明土地利用变化对其生态系统结构与格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生态系统整体效益与功能处于下降态势。 这

与本研究中所得到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下降的结果相呼应。
分析其下降原因主要是人口持续增长、大量林地的破坏和建设用地的增加。 １９９０ 年黔东南州年末人口

数为 ３７１．５１ 万人，而 ２０１５ 年增长至 ４７３．５０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４０．８０％［５０］。 在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５ 年间，耕地和

建设用地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而林地、草地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９ 年黔东南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

１１２７６．３７、５４．６９ ｋｍ２，２０１３ 年时耕地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已分别增加至 １３１４２．１９、２８４．２１ ｋｍ２，年均增长率为分

别达到了 １．１８％、２９．９８％，而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期间林地面积共减少了 １６２５．８４ ｋｍ２，草地面积减少了 ５５２５．５０
ｋｍ２ ［ ５０］，说明黔东南州开发加剧，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同时，黔东南州大力开

展旅游业，旅游人数每年呈现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０ 年旅游人数为 １４７５． ５３ 万人次，２０１５ 年旅游人次达到了

４５５０．００万人［５１］，年均增长率为 ４１．６７％，对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从黔东南州局部县市研究结果来看，在贺祥等［５２］学者脆弱生态环境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时

空演变的研究中表明了：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期间，剑河县、雷山县、黎平县、天柱县、镇远县和榕江县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变化幅度高于全州， 呈现增加的趋势；岑巩县、从江县、丹寨县、锦屏县、施秉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

化幅度低于全州，呈现减少的趋势；黄平县和凯里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幅度低于全州，呈现增加的趋势。
这与本研究得到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分布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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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尺度上，处于不健康和病态的区域集中于西北部的凯里市及其周围等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区域，因
为凯里市是黔东南州的经济中心，建设用地面积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３．４４ ｋｍ２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４．５３ ｋｍ２，年增长率达到

１２．６１％，且人口增速快，年末人口数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８．０４ 万人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６．９５ 万人［５１］，给生态系统造成

了很大压力；中部台江县和剑河县等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好，大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台江县植被保护较

好，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０％。 剑河县内水系众多，县内工业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情况良好；南部榕江县和黎平县

等地区生态系统健康处于临界状态，且区域面积增加，榕江县和黎平县经济相对中部地区发达，人口数众多，
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建设工业园区、机场和高速铁路等，对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５３］。 按照

目前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下降趋势，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该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极可能加快恶化，
由临界状态转变为不健康状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有所好转，究其原因是黔东南

州先后在部分区域和全州范围内实行人工造林和封山与育林的结果［５１］，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对保护和改善当

地的生态系统健康具有可实现的作用。
通过从城市化因素和地形因素两个方面探究影响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的原因，结果表明，黔东南州的

人均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比例对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无显著影响，但对于部分经济相对发达、城
市化进程较快的区域，如凯里市等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受城市化因素的不利影响较为明显。 而黔东南州地形

位指数与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相关性显著。 生态系统健康分布情况主要受苗岭山脉的影响，处于地形位指数

低的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也较低。 在人类活动和特殊的地形地貌的综合影响下，黔东南州这个喀斯特地区

形成独特的土地利用结构，使得建设用地、耕地和水域在地形位指数低的区域占主导地位，该研究结果也与陈

铸等［５４］对地形梯度与土地利用研究结果相一致。 海拔低、坡度小以及苗岭以北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相比

苗岭以南地区整体来说较低，且有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如果持续，生态系统的活力和恢复力将受到破坏，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将随着降低，继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也将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在
土地利用规划及管理中应注重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监测，并将地形因素充分考虑在内，因地制宜以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
４．２　 生态系统健康的管理对策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这是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贵州代

表团审议时给建设者们的叮嘱。 根据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结果，对其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以期对黔东南州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可行性措施：首先，由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结果可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出现改善的情况，说明黔东南州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对缓解生态系统

健康水平下降有益，因此，建议黔东南州继续实行退耕还林政策，特别是在喀斯特地貌显著的北部和西北部如

施秉县、凯里市、黄平县和麻江县等、南部和东部生态系统健康处于临界状态的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以及其

他处于临界状态转为亚健康状态的区域等，对已经实行过退耕还林工程的地区如凯里市、黄平县和黎平县等

区域继续进行保护，发展绿色农业等来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并最大程度减少对森林和草地的破坏，减缓喀斯特

地貌的蔓延。 其次，虽然黔东南州城市化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整体上没有地形的影响显著，但人为因素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忽略，如凯里市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负面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城市化和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因此建议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黔东南州 ＧＤＰ 核算，便于

管理者和决策者更好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 ＧＤＰ 整体的影响程度，进而制定更为合适的经济发展计划。
最后，根据黔东南州地形梯度分布情况，应该在即将建设的区域因地制宜地做好景观生态规划、区域生态规划

和生物圈保护区规划，将生态系统健康的保护和监测考虑至规划中去，实现民族聚居区的可持续发展，使绿水

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 ＰＳＲ 模型和“活力⁃组织⁃弹性⁃功能”框架理论，利用土地利用遥感数据、经济、人口遥感数据

７６５５　 １４ 期 　 　 　 卢应爽　 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变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和年鉴数据，采用空间网格对黔东南州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和空间格局分析，结论如下：
（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整体由“亚健康”状态转为“临界”状态，生态系统健康指

数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７３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５６，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下降速度最快。
（２）空间分布上，西北部凯里市及其周围区县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相对较低，中部的台江县、剑河县和东北

部的三穗县、锦屏县等区县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好。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处于临界状态和病态

的区域状况轻微加剧，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情况有所好转，西北部凯里市及其周围的麻江县、黄平县处于不

健康状态的区域有所减少，南部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以及北部的施秉县、岑巩县处于临界状态的区域部分

转为亚健康状态。 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生态系统健康再次下降且程度加剧。
（３）黔东南州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 黔南州

的州府凯里市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说明在黔东南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

方，城市化是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而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方，地形是影响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

因素。
（４）地形梯度与黔东南州生态系统健康之间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说明地形梯度对黔东南州生态

系统健康影响较大。 生态系统健康随着地形梯度的升高而升高，较高和高城市化水平的区域集中在地形梯度

为 １—３ 的区域上，这些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低。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地形位指数与生态系统健康之

间的“低⁃低”集聚区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趋势，“高⁃高”集聚区面积变化趋势与“低⁃低”集聚区面

积情况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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